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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观照下的译者素养
———基于译介学的郭士立翻译活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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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晚清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个人翻译活动进行梳理，从译介学的角度指出“主耀中华”的意识形

态是推动郭士立翻译活动的关键力量。以史鉴今，郭士立在翻译活动中种种不当行为表明，在译者素

养的形成中，意识形态对译者能力和职业道德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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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士立（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Ｇüｔｚｌａｆｆ），又译
郭实腊、郭实猎，为晚清普鲁士来华新教传教士，

他在传播新教教义、翻译文献、甚或推动战争及不

平等条约的签订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引

领新教进入中国、宣传西学等方面，他也做了大量

工作。“一切话语均关乎意识形态”，翻译作为话

语重生的过程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

形态如何操控了郭士立的翻译活动，在今天仍值

得我们探究，因其给译者素养的形成带来的影响

不应小觑。遗憾的是，过往对于郭士立翻译活动

的研究多是以早期传教士群体译介行为、尤其是

圣经翻译来体现的，或在谈及汉语典籍的早期译

介时一笔带过，尚未有人针对其本人的翻译活动

进行系统梳理；而国内翻译研究尽管时常谈及意

识形态对译者和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却未能进一

步探讨这对于译者培养具有何种实际意义。以译

介学为基础探讨郭士立的翻译历程，有助于深化

翻译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探讨意识形态观在译

者素养中扮演的角色。

一、“爱汉者”其人

“爱汉者”是郭士立为其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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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统记传》）

撰文时使用的笔名，除了迎合国人心理，这也体现

了郭士立对中国的复杂情感。“毫无疑问，他对

中国了解甚多；比起同期的传教士，他布道宣讲的

作为也更多。”［１］在接受了专业的传教士培训后，

郭士立结识了首位《圣经》汉译者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和汉学家麦都思（ＷａｌｔｅｒＨｅｎｒｙＭｅｄ
ｈｕｒｓｔ），他前往中国传教的愿望开始成型；之后他
更入籍福建同安郭姓宗祠，正式采用“郭士立”这

一中文姓名，借助各种渠道做好传教准备。尽管

其后郭士立遭遇妻子离世、自己和女儿身染重病

等巨大变故，他仍在奇迹般康复后毅然前往中国，

一展抱负。［１］

二、论之有据

郭士立在华翻译活动并非简单的英汉互译，

而应置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研究。本文对

其翻译活动的探索以译介学为基础，以“创造性

叛逆”为核心。译介学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跨文

化研究，关注翻译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

增添与扩展等问题”［２］。谢天振对“文学翻译中

的创造性叛逆”做过详尽的叙述，并提供文学翻

译范例作为佐证。但事实上，“创造性叛逆并不

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基本

规律。”［３］１０９或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

尔所说，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或“重写”，是“文

化接受外来作品的证据”，因而应当“把对‘改写’

或‘重写’的研究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上”［３］１１０。可

见，创造性叛逆在一定程度上即等于“改写”或

“重写”，由于愈是陌生的内容愈容易导致“创造

性叛逆”，对于当时还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中

的中华民族，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宗教经典及先进

西学便促成大量的“创造性叛逆”。因此，下文将

以“创造性叛逆”为基础来探讨郭士立涉猎广泛

的翻译活动。

创造性叛逆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操纵。“翻译

作为改写原文的活动……受赞助人、诗学和意识

形态的共同制约，其中意识形态又决定着赞助人

和诗学的样式，起关键作用。”［４］ｖｉｉ这切中肯綮地

表明，以改写或重写为基本元素的创造性叛逆是

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大致

分为三类：群体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个

体或个人的意识形态。翻译语境“既牵涉原语文

本和译语文本所产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又牵

涉原作者、译者、特定读者的个体意识形态，还牵

涉相关权力机构或社会阶层的群体意识形

态”［５］。因此我们可以将译者活动中的意识形态

主要分为三类：（１）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２）赞
助人（或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３）译文受众（包
括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从事译文生产的译

者必然受到这三类意识形态的制约而调整其在翻

译（即改写）过程中的策略。从目前整理的郭士

立翻译活动资料看来，其从事的翻译多以节译和

编译（或称“译述、达旨”）为特征，时见误译和漏

译，而这些翻译方式正是多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

郭士立身上的集中反映，对郭士立身为译者的各

方面素养产生重大影响。

三、主耀中华：毕生夙愿

郭士立曾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写道：

“我心中一直都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当今之时，

上帝的荣光要在中华大地显现，龙之信仰要被弃

绝，基督将是这辽阔帝国中人们尊崇的唯一对

象。”［６］１２２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郭士立使命必

达的决心。眼见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处处与基督信

条格格不入，郭士立的愿望迅速膨胀，终至扭曲而

走上一条与其信仰相悖的道路。在郭士立的翻译

活动中，其所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本人受多

年教育形成的意识形态、在华翻译赞助人的意识

形态、及其读者的意识形态，都浓缩在郭士立内心

“主耀中华”这一不可撼动的信念中。

（一）《圣经》汉译———传教之根基

欲使中国迅速基督化，郭士立的首要任务便

是使更多中国人了解基督教经典《圣经》及其教

义，这促使他在《圣经》汉译上不遗余力。为捍卫

“Ｇｏｄ”采取“上帝”的译法，郭士立曾与其他传教
士展开经年累月的论战。正是郭士立的《圣经》

汉译本真正打开了洪秀全的基督教视野，开启了

他建立“天国”的眼界［７］，而且由于该译本被采纳

为太平天国的圣书，不少传教士深信基督教已传

遍中国，并可能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形势［８］。这

对其后西方国家大举进攻中国是一种间接的怂

恿。说郭士立的《圣经》译本影响了近代史的进

程，毫不为过。显然，郭士立从事《圣经》汉译的

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秉持的“上帝的荣光要在此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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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主要是由传教士群体

的意识形态及其本人“主耀中华”的信念生发的。

（二）西学译介———蒙昧之开启

《圣经》翻译之余，传教士们也开始译介西

学，期望打破彼时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心理。郭士

立在西学译介方面的贡献首推其于１８３３年创办
的《统记传》，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第一

份中文报刊。需要注意，以西方语言为母语的郭

士立，在用中文出版报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进

入了翻译的领域。《统记传》为迎合民众的认知

而大量采用儒家经典语录，如其引用“三人行，必

有我师”来说明中国人可以向外国人学习；又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强调应对外国人以礼

相待；用“四海之内皆兄弟”说明中外同宗同源，

理应互通有无，相互学习。［９］陌生的西学也催生

了大量内容上的“创造性叛逆”，如：译介西方历

史的专栏“东西史记和合”，郭士立在专栏的序中

说道：“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读

史者类，由是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

睿知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尽究

头绪，则可看得明白矣。”［１０］；在译介西方地理时

不以各国自身为立足点，而是基于中西交通海路

介绍各大洲的情况；注重传播西方国家新技艺，如

《火蒸水汽所感动之机关》一文对“炊气船”和“火

蒸车”的核心部件即蒸汽机的工作原理进行了介

绍，并画图详解；针对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对

西方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进行了论述，指出对

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分

析了禁商、纵商与国运盛衰的关系。“禁止通商，

如水底捞月矣。”“诚以国无通商，民人穷乏，交易

隆盛，邦家兴旺”［１１］，但并不对重商主义做详尽的

译介。可见，郭士立在通过《统记传》展开西学译

介时的种种“创造性叛逆”，仍是基于其本人及其

所属群体的意识形态所需，力图打破他眼中妄自

尊大的中国社会主体思想，为“主耀中华”扫清道

路。尽管所有传教士都将中国人的观念转变视为

传教的必要前提，“但像郭士立这样，以如此之大

的决心、精力和财力，来具体促进或推动这种转

变，则是绝无仅有的。”［１２］４１４

（三）汉籍外译———无心的插曲

除了译介西学外，郭士立也对外译介中国文

学，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红楼梦》和《聊斋志

异》，但他的翻译中有大量以误译、漏译为表现的

“创造性叛逆”。在译介《红楼梦》时，郭士立采取

复述原文夹杂评论的形式，仅介绍故事梗概，漫不

经心，语言草率。［１３］宝玉一出场便被他介绍为“宝

玉夫人”（ＬａｄｙＰａｕｙｕ），成为国际汉学界一大笑
柄。［１４］８２第一次写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译介者云：

“作为一段插话，我们最终发现了红色闺房中的

一个梦（ａｄｒｅａｍ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ｃｈａｍｂｅｒ）。这人是宝
玉女士（ｌａｄｙＰａｕｙｕ）。在梦中她遇到一位仙女，
并很快被带入太虚幻境（ｆａｉｒｙｌａｎｄ）。”对于贾雨
村，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贾，这位朝廷命官，生

活富足，他的女儿以诗才著称。媒人一次次上门，

却被这位才女厌恶地一次次拒之门外，直至一个

有权有势的人家欲强与之联姻。所有得到她的努

力都宣告徒劳后，权贵之家想通过使贾破产，从而

让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于

贾无法填其欲壑，最终被迫挪用公款，清理帐目

时，发现了他的亏空。……”这段译介显然是杜

撰。［１３］此等“创造性叛逆”，直接原因是郭士立的

汉语水平有限，但归根结底仍是意识形态主导一

切。他评价《红楼梦》是“熟悉北方官话表达方

式”的一本汉语教材。① 对于“主耀中华”深植心

中、急功近利的郭士立而言，利用中华典籍《红楼

梦》学习汉语符合传教所需。同时，对外译介《红

楼梦》缺乏在华赞助人或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支

持，译者依托的传教士群体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又

普遍抱持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此时郭

士立对这本汉语经典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极度不耐

烦乃至制造大量误译和漏译，也就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郭士立对《聊斋志异》的译

介中。在《聊斋志异》的４９４篇作品中，郭士立选
译的９篇作品都关乎神仙鬼怪或具有特异功能的
人物，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道家“人神杂糅”的

思维是不可理喻的。他对每篇原文都做了大刀阔

斧的缩译和改写，使所有故事都走向“道和佛都

是迷信”的结论。［１５］原文千言的《瞳人语》经郭士

立译介后，篇幅缩减如下：

Ａｇａｙ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ｗａｓｆｏ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ａｄｉｅｓ，ａｎｄｖｅｒｙｉｍｐｕｄｅｎｔａｎｄｂｏｌｄｔｏｇａｉｎ
ａｓ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ｃｅｏｎａｄａｙｈｅｗａｓｗａｌｋｉｎｇｏｕｔ

７２１

①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１８４２，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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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ａｖｅｒｙ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ｌａｓｓ，ｆａｉｒａｓａｈｏｕｒｉ，
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ｃｕｓｔｏｍ ｒａｎ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ａｎｄ
ｔｒｕｄｇｅｄａｌｏｎｇｈｅｒｓｉｄｅｆｏｒ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ｂｅｉｎｇｃｏｙ，ｔｈｅｎｙｍｐｈｗａｓｖｅｒｙａｆｆａｂｌｅ，
ｂｕｔｔｈｅ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ｓｗａｉｎ，ｏｎｆｉｘｉｎｇｈｉｓｅｙｅｓｍｏｒｅ
ａｎｄｍｏｒｅｕｐｏｎｈｅｒｓｍｉｌ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ｌｏｓｔｈｉｓ
ｓ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ｏｏｎｆｏｕｎ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ｕｔｔｅｒ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ａｎｄ
ｕｐ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ｈ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ａ
ｗｈｉｔｅｓｐｏｔ，ｔｈａｔｈａｄｇｒｏｗｎｏｖｅｒｈｉｓｗｈｏｌｅｅｙｅ．Ｈｅ
ｓｐｅｎ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ｙｅａｒｓｉｎｕｔｔｅｒ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ｔｏｅｘｐｉａｔｅｆｏｒ
ｈ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ｓｎｏｔ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ｔｏｓｉｇｈｔ，ｕｎｔｉｌ
ｈｅｈａｄｄｏｎｅｐｅｎａｎｃｅ，ｐａｉｄｔｈｅｐｒｉｅｓｔｓｔｈｅｉｒｓｆｅｅｓ，
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ｍｔｏｉｎｔｅｒｃｅｄｅｉｎｈｉｓｂｅｈａｌｆ
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ａｉｒｙ，ｗｈｏｈａｄｓｔｒｕｃｋｈｉｍｂｌｉｎｄ．［１６］

郭士立在译介中仅概述原文内容，删掉原作

者评论，并刻意添加原文所没有的情节：“方栋付

给道士费用，说服他们调解其与那个使其致盲的

仙女的关系，视力才得以恢复”。［１５］这显然是为了

支持“道是迷信”的观点，可见郭士立进行汉籍外

译仍是受“主耀中华”支配。在这项面向西方受

众的译介活动中，他无须顾及中国国内的意识形

态；作为独立传教士的他自行开展传教事业，译介

汉籍时不受任何赞助人或权力机构意识形态的制

约，这些都决定了他在汉籍译介中直指传教需求，

无心领会汉语典籍的博大精妙。

（四）鸦片翻译———扭曲的热望

鸦片战争前的在华传教士大多对鸦片贸易持

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因为这显然与新教教义相

悖，郭士立本人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也数

次描绘受鸦片毒害的中国民众。但最终“以宣传

基督福音为宗旨，以拯救中国人心灵为志业”［１７］５８

的他却充当起鸦片贸易的帮凶。

在道光皇帝弛禁基督教之前，作为独立传教

士的郭士立在中国难以大展拳脚，既缺乏政府与

经费的支持，中国民众又固守“儒道佛”信仰。艰

难进行的传教活动使“一贯草率、自负”［１３］的郭

士立心浮气躁，迫切希望找到打破瓶颈的方法。

１８３２年，东印度公司调查中国沿海市场情况，邀
请郭士立担任翻译。他此行对沿海市场的了解和

从事翻译的经验让鸦片贩子查顿找上了他［１７］５８，

力邀他于１８３２年秋天一同贩卖鸦片。在给郭氏
的信中，查顿坦承鸦片贸易，但狡猾地指出这是满

足中国贪官胃口的唯一办法［１７］５８，迎合郭氏对抗

中国的心理，而后更承诺以高额回报助郭氏实现

宏愿，并为《统记传》提供６个月的经费，还对郭
氏的“志业深感关切”，这一切对素有势单力孤之

感的郭士立无疑是及时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抚

慰。［１７］５９正因觉得鸦片贩子作为赞助人的意识形

态与其本人愿望十分契合，自称“经过心灵冲突”

的郭士立最终选择向其靠拢，寄望利用鸦片贸易

完成中国向基督教国家转变的宏愿。据统计，在

鸦片战争爆发前，郭士立至少１０次以翻译身份参
与了鸦片贸易。他曾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的结尾处写道：“（沿海贸易）有助传播耶稣基督

的福音……上帝的恩典已推倒国界的墙……中国

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交付他手中。”［６］正是基于这

样的思想，郭士立在传教野心无限膨胀的驱使下，

在鸦片贩子作为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怂恿下，越过

了最后的底线。他将自己从事鸦片翻译的罪恶之

行辩称为“主的荣光”进入中国的必要之举，可谓

意识形态驱使下其翻译行为宏观上的“创造性叛

逆”。

（五）战争翻译———越界的权力

郭士立在战争中成为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其

后又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充当英方翻译，和马

礼逊共同负责所有条约的起草工作，最终逼迫清

政府割让香港。他是唯一全程参与鸦片战争的传

教士［１８］，包括为发动战争提供借口。被中国人用

来指代西方人的“夷”字在１８世纪初采用的是中
立的ｓｔｒａｎｇｅｒ或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的译法，直到马礼逊编著
《华英字典》时使用的仍是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但从１９世
纪３０年代起，郭士立强烈建议将“夷”字译为明
显贬义的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即中文所指的“野蛮人”。当
时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自己的职业翻译，两次鸦

片战争期间双方的公文往来都是经由郭士立等传

教士翻译的，此时英国政府的决策便要依靠郭士

立们的译文。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

论的文字材料里，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野蛮人）这个词竟出
现了２１次之多，这成为英国政府做出对华决策的
重要依据。于是，当英国国会就是否对华发动战

争展开辩论时，主战派便以此译文站稳了立场；这

一译法又同时冒犯了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惩

罚中国”的论调迅速占领了舆论制高点。［１９］郭氏

的这一译文祸延甚广，在 １８５８年中英《天津条
约》第５１款规定：第五十一款一、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相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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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英文版为：Ｉｔｉｓａｇｒｅｅｄｔｈａｔ，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夷［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ｈａｌｌｎｏｔ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ｈｅｒ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Ｍａｊｅｓｔｙ
ｉｎ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ｅｉ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显然，经由郭士立等人一番“努力”，“夷”
字在汉语中的意义已被牢牢锁定在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野
蛮人）上。［２０］在“主耀中华”的信念和强势意识形

态的鼓舞下，郭士立“创造性叛逆”地翻译“夷”

字，使西方国家以激烈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达到

其利用战争为传教提供便利的目的。

　　四、反思———“意”有所为，然

“译”有所不为

　　从上文分析可见，译者身份和译者手法的
“创造性叛逆”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作用，译者为了

传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会主动认同某种主流的

意识形态、按照主流社会接受的模式 “改写”与制

造文本。［２１］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中顺应主流意

识形态是常见的做法。但是，译者的创作一方面

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另一方面又要挣脱

这种限制，自由地在文本中表现“真实”，使读者

能逃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２２］，这说明译者的个

人意识形态也可能与社会意识形态对立，“宣扬

和传播一种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理念”［２２］。尽管

意识形态必然是由客观条件塑造的，基于上述观

点，我们不妨将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归结为主观

意识形态，其所属社会、受众和赞助人等非译者因

素的意识形态则划入客观意识形态。这种划分体

现了对翻译过程操纵最多的本应是某个群体或社

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客观意识形态，译者的个人

意识形态或顺应主流意识形态以展现自身、或对

抗它以促成变革。而郭士立的翻译活动特殊之

处，就是其本人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凌驾于各种客

观意识形态之上。在他的种种翻译活动中，由始

至终都存在的因素便是“主耀中华”的信仰。对

他而言，是否顺应客观意识形态，完全取决于能否

达到他“主耀中华”的目的。尽管这一意识形态

源自他早年接受的教育与经历，在郭士立身上却

变得过度主观化而致其随心所欲。正因如此，他

才选择了与传教士群体意识形态相悖的鸦片贸易

来获取资金和传教信道；他在“夷”字的翻译上激

烈对抗早已被广泛接受的译法，挑战传教士群体

意识形态，罔顾英国国内的意识形态较量，直接导

致尚在思想斗争中的英国决定发动对华战争；他

在译介汉籍时放弃追求译者应具备的语言素养，

因为译介汉籍只是他为“主耀中华”而学习汉语

的渠道。在面临传教士群体意识形态、及其真实

代表的新教教义乃至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时，郭士

立的顺应或叛逆并不为了坚持已有的社会意识形

态或传扬新兴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以其个人意

识形态为中心。当译者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置于社

会意识形态之上时，即意味着译者主体性运用已

至随心所欲，此时译者极易任性妄为。在任何社

会环境下，“译事有则，译者有道”都是基本的翻

译伦理［２３］，而个人意识形态占据高位的状态却能

导致译者对翻译伦理的严重践踏，后患无穷。

以史鉴今，在译者培养中，我们必须关注意识

形态对译者素养可能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在翻译

策略的选择上还是语言素养的追求上。译者受到

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所难免，正因如此，译者应对翻

译活动赞助人或委托人的意识形态负责、对受众

的意识形态负责，在此基础上可一定程度发挥译

者个人意识形态。但译者需要警惕，主观意识形

态若恣意膨胀，可能反客为主，使译者罔顾社会意

识形态的制约或相关机构的利益，利用个人意识

形态达到其自身的目的，造成译德的沦丧。蹊跷

的是，国内学者在谈及翻译人才培养时，似乎较少

提及意识形态可能导致的翻译伦理问题。潘卫民

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双语

素养，语言理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２４］笔者认

为，全球化语境中多种意识形态交错的现象，对于

译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把握将是更大的考验。译者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译德，亦是翻译人才培

养中应多加考虑的问题。何刚强则提出，翻译专

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通才”，

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基本功、相当的国学基础、足

够的杂学知识面和良好的思辨能力。这里的思辨

能力主要指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善于进行哲理

性分析。［２５］笔者以为，这一主张恰到好处地反映

了当前形势下翻译人才培养的准则，而思辨能力

的培养与正确的意识形态观的养成应是相得益

彰。翻译（院）系的责任是培养合格的译者。若

从一开始就教会学生在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握有

何种权力、立场如何艰难，教会其尊重客观意识形

态对主观意识形态的制约，想必学生在踏足译界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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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更易成为德才兼备的译者。因此笔者以为，健

康的意识形态观及相关的翻译伦理观也应是翻译

人才必不可少的素质，是翻译相关专业在译者培

养中不应忽视的重要课题。

客观地说，郭士立一生执着传教入华的精神

值得感佩，但他为得偿所愿的所作所为又令人唏

嘘。通过对其翻译活动的梳理，我们看到了一个

相对鲜活的译者形象：一个传教士利用自己的语

言技能涉足各种翻译领域，为自己内心牢不可破

的“主耀中华”思想而拼尽全力乃至不择手段、无

视译者的基本伦理。尽管郭士立已经淹没在历史

的洪流中，他留下的教训却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

思考，在今时今日的中国社会，译者应当坚守何种

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防止译者将个人意识形态凌

驾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上，译者又应当树立起怎样

的翻译伦理观？这也许是郭士立一生的翻译活动

所能赋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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